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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实用印章“俗化”论.

——兼以“雅”“俗”概念对文人篆刻艺术发轫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蒋七二

内容提要：篆刻艺术史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及规律，为了便于探讨，本文选取篆刻艺术史上

的一个重要节点宋代，从篆刻艺术审美的立场，丰富并运用传统的“雅”“俗”概念，探讨宋代实

用印章的“俗化”表现，以及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与文人篆刻艺术的发轫及“印宗秦汉”审

美价值标准得以建立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古雅”的篆刻艺术审美价值观及中国实用印章史的

“雅”“俗”分期。通过对上述相关问题的探讨，以期提供一种对篆刻艺术史发展规律的深入路径

及对篆刻艺术史或更清晰表述的一种可能。

关键词：俗化  审美价值  印宗秦汉  古雅 

从篆刻艺术史的纵向比较看，篆刻艺术在当代可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但如果与当代

的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即使是与书法、绘画等关系密切的艺术门类相比较，当代篆刻艺术的发展

又显得相形见绌。究其原因也难以一言以蔽之，但篆刻艺术理论建构的落后，以及由此导致的观念

的陈旧是显而易见的。对此陈振濂先生在《篆刻形式美学的展开》一书中曾有过详细论述，分别从

学科、概念、操作三个方面的立场对“篆刻”与“印章”“金石”等概念及其蕴含的观念，以及这

些概念之间相互混淆所带来的观念危害等做了详细的分析，从而提出应该以“艺术本体的立场去审

视篆刻”[1]。这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当代篆刻艺术得以充分发展的必然方向，特别是对于

篆刻艺术这一从实用印章衍生而来的独特的艺术门类，从艺术本体的审视到艺术理论的建构，都首

先有赖于观念的梳理或更新。而观念的更新或新观念的建立，则有赖于赋予老概念以新的意义或重

新建立新的概念。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试图把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的“雅”“俗”概念充分运用

到篆刻艺术理论研究的表达上，以中国印章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文人篆刻艺术发轫时期的宋

代为例，把宋代印章的历史发展放在篆刻艺术审美的立场上作一考察，运用.“雅”“俗”概念对

其变化及由这一变化所产生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由此提供一种对篆刻艺术史或更清晰表述的

可能。

[1]　陈振濂：《篆刻形式美学的展开》，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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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篆刻艺术中审美价值评判的“雅”“俗”概念

雅与俗是一对共存于文化中的对立统一概念。中国古代的雅俗观念萌芽很早，《诗经》所收的

诗篇在当时便有了大雅、小雅之分，《论语》中也有“恶郑声之乱雅乐”之说。随着历史的发展，

雅与俗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艺形式所共有的一对基本的审美价值评判概念，其相互的影响、转化也

是中国传统艺术得以发展的重要动力。东汉郑玄在《〈周礼〉注》中说：“雅，正也，古今之正

者，以为后世法。”所以在雅俗概念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尚雅鄙俗的传统风尚，并对中国传统艺术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篆刻艺术而言也是如此。

篆刻艺术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从现象方面看，是宋元以来文人介入印章创作后才得以实

现的；从观念方面看，是文人的审美旨趣注入印章的制作才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看到宋元以来的

文人篆刻史是以名家、名作为脉络的演进史。尽管印章的刻制和使用一直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但工匠们的实用印章与文人们的篆刻艺术，区别的根源便是观念和审美上的差异，是体现文人审美

理想的“雅”与工匠实用制作的“俗”的差异。特别是文人篆刻艺术产生之后，雅与俗便成为篆刻

艺术作品最基本的一个审美价值评判。而文人篆刻艺术是从实用印章衍生出来的，虽然实用印章的

制作一直都以满足社会实用功能为旨归，但这并不妨碍它本身可能具有的丰富的审美价值。古代的

实用印章，有的成为篆刻艺术的经典范式，有的则被排斥在艺术之外，这是首先基于雅与俗的审美

价值评判上的一个划分。在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史上，对印章艺术价值的评价首先也是以雅与俗的

评判划分来作取舍的。如明人杨士修在《印母》中就“雅”而专辟一节论之：“雅，不亵不俗也。

其说有三……知此三说，自成大雅。”徐上达在《印法参同》中也对“雅”有专论：“三要雅，正

而不雅，则矜持板执，未离俗气。故知雅者，原非整饬，别是幽闲……”至于以“雅”“俗”来作

具体评判标准的论述就更多了，如明人甘旸《印章集说》云：“朱文印……其文宜清雅而有笔意，

不可太粗，粗则俗。”清人陈澧《摹印述》云：“古铜印……如连环样，已纤俗，琴样、鼎样、楸

叶样之类，尤俗之盛，不可用，复有因石形为之者，亦不雅观。”[1]尽管雅与俗的具体标准随着时

代的变化而变化，但这只是审美主体取舍标准的变化，于审美对象的雅俗评判始终存在，这也是审

美主体在接纳审美对象时的必然反映。即使我们今天从篆刻艺术的角度去审视一枚印章或作品，雅

与俗的评判划分依然是我们评价其艺术价值的一个重要立场。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当代篆刻艺术的价值评价及理论研究中，进一步继承并丰富“雅”与

“俗”的概念，依然可以首先把其作为篆刻艺术作品价值审美评判的一个基本概念，进而考察篆刻

艺术史上雅与俗的价值评判标准及其变化，由此梳理其在篆刻艺术史上的变化规律。雅与俗作为审

美主体的主观认知或创作追求的群体性认同，是完全可以通过篆刻艺术发展史的现象去分析并把握

其变化规律的，这不仅是当代篆刻艺术理论建构的需要，也会对当代篆刻艺术创作提供有益的参

考。当然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宏大的工作，我们只能选取一个历史片段进行切入。如

果我们把这一时间段选定为宋代，便会发现宋代是中国实用印章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俗化”时

[1]　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1999年版，第87、88、114、79、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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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宋代从官印到私印的全面“俗化”，不仅对后来的实用印章发展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进一

步导致了文人用印自觉的“雅化”选择，进而促成中国篆刻艺术的发轫及审美价值观的形成，以

及“印宗秦汉”审美价值标准的树立，等等。这便是基于“雅”“俗”概念对篆刻艺术史生发逻

辑的一种表述，也由此把篆刻艺术与实用印章的关系做了一个明晰的梳理。而二者间的关系是篆

刻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篆刻艺术是从实用印章衍生而出的，即使是宋代之后，二者在

平行发展的同时也还有不少的交汇点，厘清二者间的关系也是篆刻史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基于

“雅”“俗”概念上的这种表述便是至为简洁的一个方向，下面我们逐一展开进行讨论。

二、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表现

我们说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这是基于审美角度的总结，其具体表现可以从官印、私印、

图形印三个方面来说。

在中国印章发展史上，到了隋唐时期，纸张的广泛运用已使印章的使用完成了由封泥时代向

纸上钤印的“钤朱时代”的转变[1]，也由此形成了朱文印章的普遍运用。但篆书的衰落也使秦汉印

章中那种原生的篆书之美不复再现，到了宋代，这一现象更加明显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在官

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少唐代官印呈现出一种自然天真的美感。（图1）这一方面是由印章制作

工艺的时代特点客观形成的；一方面则是官印改制初期，印文设计与不断增大的印面之间还没有形

成稳定的契合[2]。到了宋初，在工艺日趋精整的过程中，印文与印面的契合度也在不断地提高，通

过对宋代官印实物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契合度的提高是通过增加印面文字的盘曲来实现的。

（图2）印面文字的盘曲增加了印面的秩序感，但同时也消解了唐代官印中那种自然的美感。特别

是北宋中期以后，官印印面文字的盘曲日益增加，至北宋末期形成了繁复密塞的“九叠篆”，此后

“九叠篆”成为官印最常用的印文模式。（图3）“九叠篆”的印文线条由最初的圆转逐渐被方折

所替代。从审美的角度讲，这种呆板沉闷的“九叠篆”官印几无美感可言，但对于防伪仿铸等实用

方面而言却是理想的选择，也能完美体现官印应有的庄重威严，所以被后来的元、明、清三朝所沿

[1]　孙慰祖：《钤朱时代与官印改制》，《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4年版，第861—866页。

[2]　参见孙慰祖《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一文，文中对唐宋印章的制作工艺及艺术风格均有论述，载2017年浙江

浣花斋美术馆、萧山美术馆编印的《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

图1  唐代官印

岐州之印 金山县印 通海都督府印 万年县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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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从北宋到南宋，隋唐改制后的官印最终完成了印文与印面契合，但这一契合是完全以实用为旨

归的。宋以后的官印与之前相比，其审美价值可谓天壤之别，所以我们说宋代开启了官印“俗化”

的时代。

在私印方面也是如此。私印经过南北朝的消歇之后至宋代复归流行，其社会运用面也非常广

泛，可以分为文字印和图形印两类来说。其中文字印主要有篆书印和楷书印两种。作为传统的篆书

印是常见的，主要有古文、小篆、九叠篆三种印文形式。因为私印的印面较之官印要小很多，所以

九叠篆私印的文字盘曲有些也会相对较少，呆板的感觉也因此比官印要小，但这作为历史传统习俗

中私印对官印的模仿，毫无疑问这种九叠篆私印的出现本身就是私印“俗化”过程中的一种明显

表现。（图4）至于另外的古文印及小篆印，虽然并非完全是乏善可陈，但毕竟宋代处于篆书发展

史上的衰弱期，一方面篆书的社会运用已经很低，一方面宋人对篆书的研习也仅限于对唐人的模

仿，如当时以学李阳冰出名的释梦英也居然流传有完全走向装饰性毫无美感可言的篆书“梦英十八

体”。整个宋代篆书的发展，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在唐人的余晖下不断地走向僵化及装饰化，这在当

时实用印章的印文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图5）所以宋代篆书私印的“俗化”也是一目了然。

图4  宋代“九叠篆”私印

岳飞之印 文行忠信

图2  北宋官印

华州管界巡捡朱记 驰防指挥使记 上蔡县尉朱记 保捷弟佰三十六指挥使朱记

图3  宋代“九叠篆”官印

清安军节度使之印 中书门下之印 平章政事之印 松山州商税务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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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宋代私印

青霞子记 德源 家书 家书万金

另外，宋代文字印的一大变化是楷书入印的开始流行。私印中的楷书印在唐代就已出现，不少

唐代遗址出土的砖瓦上都可见到工匠的楷书印记。宋代以后，楷书印呈扩大化的趋势，这在宋元押

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元代流行的押印在宋代就已出现，其入印的楷书是民间工匠的手写体，这

一样式虽然现在也成为当代篆刻艺术取法范例之一的“元押”，但这是篆刻艺术雅俗观历经现代转

变后才实现的，实际上元、明、清时期一直为人诟病：元人赵孟頫在《〈印史〉序》中对此就有直

接的批评，明人朱简《印经》说：“璞渐大而方圆不类，文则柔软无骨，元印也。”清人桂馥《续

三十五举》说：“元人或失之野。”[1]可见始于宋代的这种楷书押印从一开始并且长期以来都是被

认为不具备审美价值的。在印章发展史的角度上说，这一样式的出现与之前的汉晋时期私印相比，

是不可否认的一种“俗化”的表现。（图6）

图6  宋代楷书印押印

言景吉 沙随程迥 王实（押） 张（押）

宋代，在私印复归流行的同时，图形印也开始复归盛行（图7），形成了继汉代图形印之后中

国印章史上又一个图形印范式“宋元图形印”。图形印与文字印的不同在于其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

一，我们必须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形式方面看，汉代图形印因为抑压封泥所以主要是

白文图式，宋元图形印因为钤盖纸张则主要是朱文图式，前者以面造型为主，后者以线造型为主，

此方面形式的迥异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可比的是后者“一部分图形印取消了以前具有的规则形边

框，直接以图案的边缘线作为印章边框，所以出现了大量人物、器物或动植物形状的图形印”[2]。

这显然打破了长久以来印章外形视觉的稳定性，特别是不符合文人长期积淀而成的以正为雅的审美

心理，所以长期以来受到鄙薄，我们可认为这是宋代图形印形式上“俗化”的表现。从内容方面

[1]　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第140、308页。

[2]　蒋七二：《美术史视野下的中西方古代图形印比较》，西泠印社编：《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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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汉代图形印的内容常见有动物（如“四神”）、人物、人兽搏斗、车马出行、百戏杂技等，更

多反映的是宏大的场景、顽强的搏斗、神话传说等。而宋元图形印的内容多是鱼、鼎、葫芦、宝

瓶、花篮等民间大众喜爱的市井装饰图案。二者内容上的差异充分反映出背后观念的变迁，如果说

汉代图形印还蕴含了人们试图征服自然的崇高理想，那么宋元图形印则只剩下世俗生活的各种愿

景。这是观念在审美意义上的“俗化”表现，所以反映观念的内容也就自然走向了“俗化”。

所以我们看到，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是从官印到私印及图形印全面的“俗化”，这也是

实用印章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宋代两税法、代役制、租佃制等先进制度的推行，极大地

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农业、商业、制造业等许多行业都获得了空

前的发展，也由此形成了印章在社会生活中运用面的急剧扩大。在实用印章的发展史上，印章适用

于社会生活的实用性一直是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宋代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印章使用

面的急剧扩大不仅全面开启了实用印章“俗化”的过程，也使这一“俗化”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

势，从而促成了文人篆刻艺术的产生，这就是篆刻艺术得以生发的内在逻辑。

三、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导致文人用印自觉的“雅化”选择是 
篆刻艺术发轫的重要原因

我们已经知道，篆刻艺术的兴盛是因明代文彭、何震、苏宣等文人积极介入石章刻制，周亮工

《印人传》对文彭发现“灯光冻”石质印材进行渲染性记述，文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文人篆刻的鼻

祖。石质印材的广泛运用的确对篆刻艺术的兴盛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石质印材的发现非

常早，秦汉时期就有刻制石章以作明器的习俗，南宋杜绾《云林石谱》就明确记载了3.种可用于刻

制印章的石材，元代画家王冕用花乳石刻印也有史料记载。按《云林石谱》所载当时各地民间已经

把这些石质印材用来刻制印章了[1]，然这些印材或是“色黑”，或是“质微粗糙”，可以作为民间

实用印章，但肯定不会为文人所喜爱，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彭发现了既符合文人审美观又容易镌

刻的石质印材，并由此得以快速地推广运用。任何一门艺术的产生都会经过一个不断酝酿的过程，

石章的发现与运用也是如此，这应该说是篆刻艺术产生的外因。至于内因，应该还是宋代实用印章

[1]　李刚田、马士达主编：《篆刻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书中引用了《云林石谱》原文，并

考证了其所记载的3种印石产地：辰州石出自今湖南沅陵，石州石出自今山西离石，浮光石出自今河南潢川。而据原文所

说，当地民间都使用这些石材刻制印章，可见宋代民间刻制石章已不是个别现象。在当时经济空前发展、私印用途日益广

泛的背景下，民间就地取材用石章替代铜章是自然的选择，就像宋代景德镇一带广泛生产制作瓷印一样。

图7  宋代图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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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俗化”导致文人用印自觉的“雅化”选择。

文人用印在宋代表现为从书画鉴藏印的普及到书画款印的兴起。书画鉴藏印在唐代以前就已开

始出现，经唐太宗御府收藏钤印引领渐成风气，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宋人郭若虚《图画见

闻录》等对此均有不少记载。到了宋代，书画鉴藏印的使用已在文人间得到普及，在此风尚的影响

下，书画款印也逐渐兴起。虽然书画及书信上的款印在宋代之前就已出现，但还是个别现象，到了

宋代才真正兴起。“在北宋后期，印章已经成为书画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书画作品上署款

钤印的格式，也已被当时文人们广泛接受。”[1]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市井工匠们制作的普通实用

印章便难以满足文人们日益增长的审美要求，像图6那种工匠手写体的楷书印及押印肯定不符合文

人“雅”的要求，即使是图5的篆书印不是显得粗陋就是装饰过度，离文人所要追求的“雅”也尚

有距离，这种实用印章的“俗化”必然导致文人用印自觉的“雅化”追求。如现在我们还可见到的

宋代如欧阳修、苏轼、文同、陆游等著名文人的款印（图8），确实与上述那些普通的实用印章拉

开了距离，文人对现实“俗”的批判及对理想“雅”的追求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其中宋代书法家米

芾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图8  宋代文人款印

欧阳修用印：六一居士 文同用印：东蜀文氏 苏轼用印：眉阳苏轼 陆游用印：放翁

米芾在其笔记体杂史《书史》《画史》中，于书画鉴藏的论述时就有不少关于书画上所钤印章

及印章辨伪的记述，其中有几处是从审美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书史》中，“仁宗后印，

经院赐经用‘上阁图书’，字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近三馆、

秘阁之印，文虽细，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损书画也。”这已可见米芾对“字大印粗文”这种当时官

印“俗化”的审美批判。他还在《书史》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朱文印审美观念：“印文须细圈，须

与文等。”并且明确记载了亲自书写印文的事：“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

仍皆求余作篆。”[2]沙孟海在其《印学史》中把米芾列为开篆刻先声的第一人：“世传他所用印出

于自己一手篆刻……观察他自用诸印，多数镌刻粗糙，与他同时代的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的印

文镌刻工细相比，大不相同，说他自己动刀，也可相信。”[3]尽管米芾是否自己动刀刻印还未见有

确切记载，但沙孟海的分析推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图9）而从米芾对当时官印的审美批判及自

[1]　何连海：《印章与书画融合的历史概述》，《中国书画》2011年第1期，第103页。

[2]　米芾：《书史》，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二编（四）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

259页。

[3]　沙孟海：《印学史》，西泠印社1987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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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印章审美观念的提出，到他自书印文的实践，都充分反映米芾对印章自觉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

追求首先是基于文人雅俗观的一种主观评判，如米芾在《画史》中就有不少基于这种文人雅俗观的

评判：“关仝人物俗。”“王端学关仝人物，益入俗。”当这种文人雅俗观反映到其自用印章的实

践中，便自然产生了对工匠制作的实用印章的“俗”的自觉超越及对自用印章“雅”的自觉追求。

虽然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米芾的印章中哪些是属于他自书或是自刻的情况，但以他的这一为

与普通实用印章拉开距离的自觉实践，视其为文人篆刻的先声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如图10这枚“米

芾之印”，章法安排上采取了字体对角呼应的形式，虽然以当代的艺术水准看其篆法格调不高，对

角呼应对比太强而导致了整体感的缺失，但在当时来说能有此创作的意识及实践已是相当突出了，

于此推测这很可能是米芾自书的一枚印章。无论如何，米芾的可贵之处，是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

力，自觉地提升实用印章的“俗”的格调，试图建立符合文人“雅”的审美样式。作为一个典型的

例子，米芾的实践也充分反映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导致了文人用印自觉的“雅化”选择。同时

我们也看到，在文人用印自觉的“雅化”过程中，实用印章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即使是米芾留下

的印记也能反映这个情况。如图11中九叠篆的“米芾元章之印”和“祝融之后”，便是民间私印模

仿官印的传统。这也恰恰说明历史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导致文人用印自

觉的“雅化”选择，这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米芾与赵孟頫等一代代文人的实践积累，才

迎来了篆刻艺术在明代后的长足发展。

图10  米芾之印

图11

米芾元章之印 祝融之后

图9  米芾用印

米芾 楚国米芾 米芾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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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是促成“印宗秦汉”审美价值标准      
建立的重要原因

“所谓‘印宗秦汉’，即是以秦汉印式作为篆刻艺术的原型和典范，元明以来的文人篆刻创作

模式大多是由此演变而来的，而与之相辅相成的篆刻艺术的形式语言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1]

按我们前述的概念讲，“印宗秦汉”属于篆刻艺术具体的审美价值标准，也是中国文人篆刻艺术最

初的审美价值标准，并成为印坛奉为圭臬的创作方向。黄惇在《论元代文人印章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文中认为，以赵孟頫和吾衍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已经明确提出了基于汉印的审美观念，赵孟頫在

《〈印史〉序》中推崇汉印的“质朴之意”，吾衍在《三十五举》中直接列举汉印的字法、章法等

并以此提倡复兴秦汉古法，这已标志着“汉印审美观的确立”[2]。可见“印宗秦汉”这一标准早在

明末文人篆刻艺术实践得以普遍展开之前就已得到确立及认可，它最初并不是来自文人篆刻家艺术

创作实践的总结，而是出自文人对自用印章的自觉的审美选择。这也是完全符合篆刻艺术历史发展

逻辑的。正因为有了“印宗秦汉”这一审美价值标准的确立，当符合文人审美又易于镌刻的印石材

料被发现后，明末文人对篆刻艺术的实践得以“突然”性地普遍展开。

一种观念的形成不会是一日之功，会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印宗秦汉”的审美价值标准之

所以在元代得以确立，是因为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文人用印从此开始了自觉的“雅化”选择

的一个必然结果。其具体的表现，便是在宋代金石学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汉印印式首先进入文人视

野，并且成为符合文人“雅化”选择的理想的印式典范。

宋人通过对古代金石、文献的广收博求及整理研究，逐渐建立起传统史学下的一门新的学

科——金石学。欧阳修等人首开风气后，参与的人数之多、涉及的范围之广也是空前的，古代印章

由此进入了宋人的视野，不仅成为金石学研究的对象，也成为文房雅玩的一种。作为金石学研究的

对象，宋代开始出现了集古印谱，如杨克一的《印格》、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王厚之的《汉晋

印章图谱》等。同时文房雅玩随着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倡导也逐渐形成文人间的风尚，如当时就有

黄庭坚赠米芾古印“元晖”以作其子米友仁之字，并为此赠诗“我有元晖古印章……”的一段佳

话[3]。尽管宋代集古印谱的辑录是以研究金石为出发点的，但于始作其事的文人而言，不可否认其

同时也会兼具文房雅玩的意义。金石学的出发点是指向学术研究，文房雅玩则是一种审美活动，二

者的交叉和统一也是毫无矛盾的。而在当时先秦古玺还未广为人知的情况下，汉印成为文人关注的

对象是必然的事。汉印印式作为稳定而丰富的一类印章形式，与当时实用印章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及

鲜明的对比。如汉印自然古朴的“缪篆”与宋元印章程式化重复的“九叠篆”的对比；汉印常见的

白文与宋元印章常见的朱文的对比；汉印的篆书与宋元印章的楷书、隶书的对比等。汉印与宋元印

章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及汉印自身丰富的变化，完全符合文人树立印章审美典范的标准。所以面对

[1]　李刚田、马士达主编：《篆刻学》，第249页。

[2]　黄惇主编：《元代印风》，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

[3]　全诗为“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参见米芾：《书史》，上

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二编（四）册，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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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汉印印式自然成为文人用印“雅化”的不二选择，成为篆刻艺术的最初

原型及取法典范。

有了这一最初原型及取法典范，篆刻艺术的生发才有了切实可行的参照及方向，所以我们看

到元代吾衍在《三十五举》中的正面举例便是以汉印印式的特点为参照及取法典范展开的。没有这

一最初的原型参照，“印宗秦汉”的审美价值标准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而没有宋代实用印章的“俗

化”所形成的与汉印的强烈对比，这一最初的原型也是无法比较选择并正式确立的。所以我们说，

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是促成“印宗秦汉”审美价值标准建立的内在原因。

五、对宋代实用印章“俗化”的审美批判是中国篆刻艺术“古雅”的
审美价值观形成的滥觞

“印宗秦汉”作为一个具体的审美价值标准，又必然是由相应的审美价值观所决定的。篆刻

艺术的审美价值观便是评判篆刻作品艺术价值的思想观念，是具体的审美价值标准得以建立、应用

的出发点，但不会像具体的审美价值标准那样显露直观，需要我们对历史及现象归纳总结后才能得

出。所以本文认为，决定“印宗秦汉”这一中国篆刻艺术审美价值标准的，是可以概括称之为“古

雅”的中国篆刻艺术审美价值观。

“古雅”一词早已有之，古代文论中偶有所见，印论中也曾有见。如元代赵孟頫《〈印史〉

序》“采其尤古雅者”，明代杨士修《印母》“绝少俗笔曰古雅”，朱简《印经》“摹汉篆而不知

其法，于是以粗硬为古雅”等。近代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将其完善为一个美学上

的概念：“古雅者，可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即“第二形式之美”，并在举例说明中提到

了“秦汉之摹印”。他在文中还这样说：“古雅之性质既不存于自然，而其判断亦但由经验，于是

艺术中古雅之部分，不必尽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所以我们认为把这一概念作为文人篆刻

艺术最初的审美价值观是再合适不过的。如果考察宋元以来的文人篆刻史，从“印宗秦汉”审美价

值标准的形成，到明清流派印创作实践的展开，包括印论及印人印谱的辑存等，都充分表现了“古

雅”的篆刻艺术审美价值观，这又是一个较大的主题，这里不再进一步展开。总之这一篆刻艺术审

美价值观的总结，不仅对于篆刻艺术理论的建构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是整理叙述篆刻艺术史的需

要，比如对从明清对汉印的取法到现代对先秦古玺的取法，包括前面提到的宋元押印为什么会成为

当代篆刻艺术创作的一个样式等问题，都可以运用篆刻艺术古雅的审美价值观得到方便的诠释。限

于本文主旨我们不再展开这一价值观的诠释运用，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其与宋代实用印章“俗化”的

关系。

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看，古雅的审美价值观是在中国文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以古为雅的审美心

理影响下逐渐成形的，而作为篆刻艺术的审美价值观，其形成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在前面的论

述中我们看到，“印宗秦汉”审美价值标准的形成源自宋代金石学及文房雅玩的兴起，而古雅审美

价值观的形成则源自与之相应的更广阔的时代风尚。在宋代教育普及及手工业空前发达的时代背景

下，大批文人空前关注生活实用器物，并以极大的热忱投入由今寻古的实践中，也由此留下了大量

的笔记杂谈。“宋人笔记杂谈当中涉及器物的谈论，多是从当时还在使用的器具物品出发，追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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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源，考察其演变之迹，而指涉或隐含着对今器的评价，表现出一种沿着历史线索回溯，以为今器

制作寻找批评标准的意趣。这类看似随意的思索记问盖由今器引发，以今逆古，又返回于今而落实

于对今器的关注……宋人对当代器物的批判，多以古代为参照标准，并通过对古代原则的重申，来

表达他们对待日用器物的基本观点。”[1]这充分反映了宋人以古为雅的审美心理。在这样的时代风

尚影响下，出现前述像米芾这种文人对自用印章自书印文的介入，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印章在宋

代的普及更是一种生活中的日常用品，如米芾在其《画史》中自述其用印就有一百余枚，不同印文

的印章有不同的用途。而以米芾为代表的这种文人对自用印章的“改造”实践，无疑是对当时工匠

印章制作的一种审美批判，从时代的背景来说，就是对宋代实用印章“俗化”的一种审美批判。如

果说“印宗秦汉”这一审美价值标准的确立标志着古雅的篆刻审美价值观的形成，那么宋代实用印

章的“俗化”以及宋人对这一“俗化”的审美批判，便是古雅这一中国篆刻艺术审美价值观得以形

成的滥觞。

而我们对宋代实用印章“俗化”的评判立场，是基于古雅的篆刻审美价值观所作出的。虽然从

普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时代的实用印章都在朝着以实用为旨归的世俗化方向演进，但宋代实用印

章的“俗化”在中国印章发展史上恰好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从而具有了深入探讨的典型意义。

六、以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为分水岭对中国实用印章史的
“雅”“俗”分期

宋代，不论在篆刻艺术史还是实用印章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篆刻艺术史上是

文人篆刻艺术的发轫时期，在实用印章发展史上则开启了实用印章的“俗化”时期。宋代之后，九

叠篆的官印成为元、明、清几代的标准样式，并且官印和私印的形制彻底走向分离，民间私印自宋

元押印之后便无可观的样式，日趋糜弱不振，清代以来的商号印是继宋元图形印之后的又一大宗图

形印，但在图像内容上更加世俗化。所以我们从“雅”“俗”概念出发，对中国实用印章的发展史

可以宋代为分水岭，把宋代及宋代之后称为“实用印章的俗化时期”，把之前称为“实用印章的雅

化时期”。

实用印章的雅化时期，恰好处于汉字由古文字（篆书）向今文字（隶书、楷书）演变的历史时

期，每一种新字体出现及定型的过程就如同艺术酝酿创造的过程，本身蕴含着无比丰富的生命力，

这在书法艺术史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先秦古玺到汉印的文字演变也反映了这一过程，如汉印

中的缪篆便是小篆为适应方形印面的隶化形式，这种隶化一方面使入印文字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

一方面也因新的秩序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这种文字演进过程中所蕴含并表现出来的蓬勃生命力，

便是印章雅化时期印面文字天然的美感源泉，所以即便是工匠们制作的实用印章，也因此而具有丰

富的审美价值。而到了宋代，汉字字体的演变早已完成，那种文字演进过程中的蓬勃生命力，即印

面文字天然的美感源泉已经不复存在，工匠们制作的实用印章便走向了审美价值的衰退期。所以我

们把实用印章的发展史分为雅化时期和俗化时期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于当代篆刻艺术理论的建

[1]　徐飚：《两宋物质文化引论》，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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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更是有益的。

首先，这一划分可以让篆刻史的叙述更加清晰及方便。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实用印章从宋代

进入俗化时期，同时拉开了文人篆刻的发展时期，因为文人的活动总是以对审美价值的追求为目的

的，这也是文人的终极精神追求及社会自我确证的双重需要，所以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必然促成文

人篆刻艺术的产生，篆刻艺术发轫于宋代，这就是篆刻史演进的内在逻辑。至于讲到中国篆刻艺术

史，实用印章和文人篆刻间的关系总是要厘清的，但我们可能长篇累牍而读者还难以理解，有了这

样的一个划分我们就可以简洁地表述：中国篆刻艺术史首先可以分为这样大的两个时期，即从实用

印章的雅化时期到文人篆刻的发展时期，所以前一个时期的篆刻作品自然是无名工匠们制作的实用

印章，而后一个时期的篆刻作品便是文人篆刻名家们镌刻的印章。这样不仅是中国篆刻艺术史大的

发展脉络，实用印章和文人篆刻间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其次，这样的一个划分可以让篆刻史演进规律的研究更加容易深入。比如在雅化时期与俗化时

期划分的基础上，我们可进一步说：实用印章的雅化时期，是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非自觉时期，文

人篆刻的发展时期则开始进入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自觉时期。在自觉时期之初，对非自觉时期，即

实用印章雅化时期的借鉴是必然的，所以继汉印印式之后先秦古玺印式自然成为文人篆刻家们取法

的样式。当文人们拉开了篆刻艺术发展史的自觉时期，随着对实用印章雅化时期印式借鉴资源的挖

掘完成，对实用印章俗化时期借鉴资源的挖掘也便是必然的事，所以宋元押印在近代开始进入印人

的视野。如此不仅可以解释宋元押印成为篆刻艺术中一种印式的历史必然性，更为重要的是，沿着

这一方向的深入将会为我们当代的篆刻艺术创作揭示不少可以挖掘开发的方向，以此为我们的创作

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实用印章的历史和篆刻艺术史一样，从古一直演绎至今不曾中断，我们“无论是依据传统的习

惯抑或是站在学科的立场，古代实用印章作为篆刻艺术的起源点，对于其演变历史的考察研究都是

回避不了的，同时也是构建篆刻学的真实基础”[1]。所以以宋代实用印章的“俗化”为分水岭，把

中国实用印章史分为“雅化时期”与“俗化时期”，这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结束语

艺术史的演进是有一定内在逻辑的，具体历史现象的背后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也由此构成

了一门艺术史的发展规律，篆刻艺术史的发展也不例外，也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及规律。基于中国

篆刻艺术的特点，因为篆刻艺术是从实用印章衍生而出的，所以要完整地把握篆刻艺术史，实用印

章的历史演变、实用印章与文人篆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并且如果要进一步揭示篆

刻艺术史的发展规律，还需要进一步梳理这些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本文的论述，便是从梳理这些

问题背后逻辑关系的这一出发点而展开的，本文运用“雅”“俗”概念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或许只

是揭示篆刻艺术史发展逻辑的一个深入的路径。但对这一逻辑的深入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

有助于我们揭示篆刻艺术史的发展规律，这不仅仅是当代篆刻艺术理论建构的需要，也对当代篆刻

[1]　李刚田、马士达主编：《篆刻学》，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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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创作繁荣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当代篆刻艺术的创作而言，正所谓“鉴古知今”，

如果我们对篆刻艺术史的研究能充分揭示其现象背后的逻辑关系，那么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到篆刻艺

术史的发展趋势，从而使我们在篆刻艺术创作中能有更为自觉的方向选择。在本文最后一段即对中

国实用印章史的“雅”“俗”分期的论述中我们也看到，如果再进一步地深入，篆刻艺术史的一个

大的发展趋势呼之欲出，但这属于本文概念建构上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留待以后再专文探

讨。总之，对于篆刻艺术史的发展逻辑及规律方面的研究，应该是当代篆刻艺术理论建构中一个不

可或缺的方向，本文权当抛砖引玉，期待广大学人、印人的批评指正。

（作者系云南印社理论部副主任，《云南印学》执行主编）


